
INFORMATION ANALYSIS 信息分析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5 年·第 11 卷·第 1 期
063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企数据协同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刘彬芳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探究政企数据协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关系，有助于梳理政企进行数据协同的障碍和动力，进一

步挖掘多源数据公共价值，提升政企数据协同赋能现代化治理的水平。[ 方法 / 过程 ] 通过扎根理论的程序化三级编码

方法，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调研访谈数据，在归纳演绎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根据政企数据协同的研究情境，

探索发现政企数据协同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政企数据协同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结果 / 结论 ] 研究得到包括 3 个主

范畴和 13 个子范畴在内的 CPE 模型，并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政企不同主体的作用，为后续政企数据协同相关研究、实

践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框架参考，助力构建数据驱动的多元主体现代化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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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Model for Factors Influencing Government-Enterprise 
Data Collaborativ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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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ata collaboratives,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can help clarify the obstacles and motivations for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data collaboratives, further 

explore the public value of multi-source data,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data collaboratives empowering 

modern governance. [Methods/Processes] This paper uses the programmatic three-level coding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terview data. Based on induction, deduc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cenario of data collaborativ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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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data collaboratives are discovered, and a theore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Results/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CPE model consisting of 3 main categories and 13 categories, and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n different entiti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formulation related to government enterprise data 

collaboratives, and helps to build a data-driven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with multiple entities.

Keywords: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Data Collaboratives; Data Shar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fluence Factors

引言

近期，《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促进企业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提出“推动建立新

型政企合作机制”。《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

规划》也把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作为目标之

一，指出要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夯实数字中

国建设基础。而早在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指出，要“统筹

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推进同

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随着社

交媒体、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

与前互联网时代全社会数据资源主要集中于政

府不同，谷歌、阿里、腾讯等大型互联网企业

或私营主体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数据，给政

府共享和整合来自外部的企业数据以提升社会

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政府数据和企业

数据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必须进行跨边界的

数据协同和深度共享，才能推动数据应用和价

值发挥，提升国家公共治理能力和人民幸福感。

在数字化时代，政企数据协同在政策要求和实

践需求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变革，政府不再是

唯一的社会行动者，需要动员整合社会资源为

政府所用，发挥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社会公共

事务，以有效改善公共服务和政府决策，提升

政企数据协同赋能现代化治理的水平。

1　研究现状

政企数据协同是一种新兴的政企合作机制，

不同于以往的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和数据交易，

来自公私不同背景的主体，通过建立机制或机

构，在收集、共享、处理和利用数据方面进行

合作，旨在利用未充分开发的数据（通常由企

业实体持有）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解决复杂

的社会问题 [1-2]。目前国内有关政企数据协同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一是案例介绍，包括自动驾

驶 [3]、电力 [4] 等政企数据协同案例；二是现状

描述，分析政企数据协同的问题和对策 [5-6]；三

是协同模式分析，包括平台化对接模式 [7]、企

业数据向政府共享实践模式 [8] 等；四是国外经

验介绍，如梳理欧美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政

策体系和经验 [9-10]。孙逍等 [11] 基于案例探究了

公众外部压力、电商销售规模、电商活跃度等

因素对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意愿的影响，但该

研究针对性较强，在影响因素研究的整体性、

覆盖度和普适性等方面仍有待加强，影响因素

和影响机制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2]。

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

府内部的数据和信息共享，涉及的影响因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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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技术、组织和制度 3 个方面 [13]。而协同

治理作为研究政企数据协同的另一理论视角，

其影响因素大体上包括主体类 [14]、业务类 [15]、

组织类 [16]3 个方面，缺少对数据和信息技术等

方面的关注。总之，政企数据协同的影响因素

和影响机制仍不明确。政企数据协同为数据共

享活动带来了新的复杂性，私营部门将在治理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形成新的结构、程序、

流程和机制来组成新的工作方式，也会有新的

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因此，政企数据协同相

关研究需要创新视角，在系统梳理影响因素及

作用模型的基础上，拓展完善数据共享和协同

治理等理论范畴和内容，构建对政企数据协同

影响因素的整体认知，提升理论指导实践的参

考价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扎根理论的系统化编码方法，从

收集的文献、调研和访谈等数据中分析政企数

据协同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考虑到有关政企

数据协同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所以文献检索

时更注重查全率，将“数据协同、数据共享、

数据合作、政企信息化合作 / data sharing、

information sharing、data collaboration/collabora-

tives”“影响因素 / factors”等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Web of Science、Proquest等数据库进行检索，

共得到 2041 篇文献。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一

是可靠性，剔除无参考文献等不规范文献，剔

除篇幅短小的低质文献，剔除非同行评审论文；

二是内容相关性，剔除和影响因素无关的文献，

剔除与政府数据、企业数据或协同治理无关的

文献；共留取强相关的高质量文献 24 篇。通过

对引文进行滚雪球式的检索，补充获取文献４

篇。进一步的，鉴于政企数据协同为新兴现象，

在现有文献和理论研究不足，而实践和需求又

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在青岛、上海、浙江等地

针对有关人员进行实地调研访谈，访谈内容主

要包括政企数据协同项目的概况、对政企数据

协同的整体评价、影响政企数据协同的因素、

如何改进政企数据协同等。通过焦点小组访谈

共获取 6 份访谈数据，形成约 1.4 万字访谈记

录，从而对文献数据进行有效补充。在留取超

过 20% 的数据做理论饱和度检验之外，对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即开放式

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示例如表 1 所示，

在进行理论饱和检验后，构建形成政企数据协

同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表 1　纳入扎根理论三级编码的数据集示例
编码 标题 作者 年份

[1]
To share or not to share? Examin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ocal agenc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haring

Akbulut A Y, et al. 2009

[10] 政府基础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的影响因素调查 龙健 2014

[12]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ross-boundary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An e-Government case study in Taiwan

Yang T, et al. 2014

[19] 基于 DEMATEL 模型的我国政府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杨建梁等 2018

[26] 自愿性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孙逍等 2024

[27] 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及其驱动－依赖机制研究 周霞等 2024

CONSTRUCTION OF A MODEL FOR FACTORS INFLUENCING GOVERNMENT-ENTERPRISE
DATA COLLABORATIV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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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指对具有相似主题的因素问题

进行聚拢，发掘其属性并赋予相应概念，然后

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通过对收集的数据

进行分解、比较、概念化和分类来确定相似性

和差异，将每个从原始资料中产生的初始概念

与从数据中提取的一个或多个文本段相关联，

为减少编码过程中个人偏见和认知的影响，尽

量使用原文或原话作为标签形成初始概念。经

过处理后，对 104 个初始概念进行重新分类组

合范畴化，形成子范畴，开放式编码结果的示

例如表 2 所示。通过开放式编码，对过去相关

研究和访谈中涉及的影响因素进行提取和归纳，

形成目标一致性、业务需求、数据基础、协同

激励、协同成本、领导的支持、信任、沟通、

反馈、组织机制、政策支持、法规限制和信息

技术等 13 个影响因素的子范畴概念。

表 2　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
子范畴 初始概念 数据来源

B1
目标一致性

A1共享总体规划、A2共识、A3价值观、A4战略、A5目标可及性、A6跨部门统筹规划、
A7 关于问题的一致认识、A8 共同理解、A9 共同动机、A10 群体绿色认同

[2][8][9][11][26]

B2
业务需求

A11 部门是否愿意向其他部门提供数据、A12 是否愿意接受和使用其他部门提供的
数据、A13 对本部门的政策执行反馈需求、A14 对信息需求与管理实践的了解、
A15 个人意识、A16 公共服务需求、A17 业务协作需求、A18 相互依赖性

[4][11][12][18][27]

B3
数据基础

A19 是否有能力提供数据、A20 信息质量、A21 信息误用、A22 信息的特征、A23
信息权属关系、A24 数据价值、A25 数据质量、A26 数据标准

[11][13][19][27]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旨在发现和建立概念间的联系，

形成一个具有关联关系和从属关系的层次结构。

概念的主要类别和子类别可以由一组轴来表示，

这组轴揭示了数据的模式和关系。通过主轴编

码，概念上类似的代码将组合在一起。如果某

些初始代码既不合适，又得不到足够数据的支

持，便可被舍弃。通过主轴编码发现子范畴之

间的潜在逻辑联系，进一步对开放式编码中产

生的子范畴进行分类。本文根据不同范畴在概

念层次上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对 13 个子范畴

进行归类，共归纳出协同基础、协同过程和协

同环境 3 个主范畴，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子范畴 范畴内涵

C1
协同基础

B1 目 标 一 致 性、
B2 业 务 需 求、B3
数据基础、B4 协同
激励、B5协同成本、
B6 领导的支持

是促成政府和企业进
行数据合作的必要准
备，也是彼此协作的
逻辑起点和基础条件
因素。

C2
协同过程

B7 信任、B8 沟通、
B9 反馈、B10 组织
机制

是在进行数据协同治
理的过程中，影响政
企数据协同水平的影
响因素。

C3
协同环境

B11 政策支持、B12
法规限制、B13 信
息技术

是政府和企业进行数
据协同所处环境的相
关因素。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通过不断分析识别研究中最重

要的、可以归纳总结其他代码的核心主题，将

所有的研究结果统一在该核心主题范围之内。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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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择性编码解释所识别概念之间的关系，

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

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系统处理概念

类属之间的关系，基于上一步保留的概念，分

析影响因素的联结，挖掘确定核心范畴即“政

企数据协同的影响因素”，将绝大多数概念总

括到一个具有涵盖性的理论框架中。本文主范

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如表 4 所示，协同基础、协

同过程和协同环境 3 个主范畴对政企数据协同

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协同过程是直接影响因素，

它直接决定政企数据协同的水平；协同基础影

响政企数据协同的过程；协同环境则调节着协

同基础、协同过程和协同水平之间的联结关系。

以此关系结构为基础，本文建构和发展出一个

全新的政企数据协同影响因素理论构架，即“基

础—过程—环境”（Condition-Process-Environ-

ment，CPE）模型，如图 1 所示。

表 4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参考来源

协同过程——协
同水平

协同过程类影响因素
对政企数据协同水平

有显著影响。
[1][16][27]

协同基础——协
同过程

协同基础条件对协同
过程有显著影响。

[2][21]

协同环境——协
同基础

协同环境类因素对协
同基础有显著影响。

[19][27]

协同环境——协
同过程

协同环境类因素对协
同过程有显著影响。

[2][5]

协同环境——协
同水平

协同环境类因素对协
同水平有显著影响。

[6][10][22]
[24][27]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当没有更多数据来形成新的类别，即概念

类别已经足够并且完全覆盖了，同时现有类别

之间的关系已由大量数据支持，则意味着理论

已经饱和。本文采用预留的 20% 数据进行理论

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对于政企数据协同的

影响因素概念类别已经足够完全覆盖，没有新

的类别形成，并且协同基础、协同过程和协同

环境 3 个主范畴均没有发现形成新的重要范畴

和关系，因而可以认为本文构建的“基础—过

程—环境”理论模型通过了理论饱和度检验。

图 1 　政企数据协同影响因素的“基础—过程—环境”理
论模型

4　政企数据协同影响因素分析

在政企数据协同的新情境中，政府等公共

部门和企业等私营部门存在立场、价值观、专

业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关注点和受影响的

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探

讨政企数据协同影响因素对不同主体的作用。

下文分别从协同基础、协同过程和协同环境 3

个主范畴的维度出发，探讨各因素对政企数据

协同的影响。

4.1　协同基础

合作开始时的条件可能会促进或阻碍利益

相关者之间，尤其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

CONSTRUCTION OF A MODEL FOR FACTORS INFLUENCING GOVERNMENT-ENTERPRISE
DATA COLLABORATIV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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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治理 [15]。协同基础是促成政府和企业进

行数据合作的必要准备，也是彼此协作的逻辑

起点，反映出相关主体参与数据协同活动的先

决条件和意愿情况，主要包括目标一致性、业

务需求、数据基础、激励、成本和领导支持等

6 个变量。

目标一致性是指政企数据协同中各主体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目标和愿景。由于数据协同各

主体之间立场、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对协同合

作有不同的兴趣和动机，目标常常不完全一致，

例如与企业相比，对于政府和很多公共组织来

说，效率不是其主要目的 [17]。良好的数据协同

需要达成目标一致性，而处于数据协同关系的

政府和企业之间在进行数据合作时，目标和利

益一致化程度越高，数据协同的效果就越好。

这和 Soekijad 等 [18] 研究有所呼应：相同的利益

或目标能促进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并且目

标结合程度会影响共享的深入程度。

业务需求是指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需要进

行数据协同的业务。调查表明，政府在提供公

共服务和解决公共问题方面存在权威性、资源

支持等方面的优势，而企业在灵活性、信息技

术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面对规模大、范围广、

复杂性高的社会公共问题和服务项目，二者的

优势互补性为业务合作创设了良好条件。已有

研究表明内在和共同的业务需求是跨边界信息

共享最基本、最持久的促进因素 [19]。政企之间

要能进行数据协同并效果良好，必须基于业务

产生数据合作意愿，不仅包括数据接收方的业

务需求，还包括数据拥有方对数据的利用需求。

数据基础是政企数据协同的参与主体拥有

和拟共享的数据资源情况。整个社会数据的急

剧增长成为促进政企数据协同的重要动力。研

究证明数据质量和数据标准对管理机构共享数

据的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20]。一些部门表

示，因为不能保证数据的质量而无法共享数据。

而保障信息资源质量等会促进政府信息资源跨

部门共享 [21]。除了数据质量，数据资源的丰富度、

信息知晓度和价值含量也是构成数据基础影响

因素的重要内容。

协同的激励因素是激励政企数据协同的动

力。没有持续的回报和奖励，数据协同的动力

难以持久。激励不仅指物质激励，还包括非物

质的激励。研究显示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会影

响群体参与协同过程的动机，当需要平衡合作

所需的时间、精力和收益时，对协同结果的期

望会影响动机 [22]。如果社会主体认为他们的投

入仅仅是咨询性的或主要是仪式性的，激励效

果就会减弱 [23]。同时，政企数据协同的声誉和

公信力的提升也是重要的激励因素。

数据协同的实现需要参与方都付出一定的

成本，不同参与主体对成本与收益有不同考量。

公共部门考虑的成本因素包括工作量、权力资

源、职员总数等。比如有受访者谈到：“成本

收益比较是关键。协同谈判能否成功，就看成

本收益。就是比谁花钱少，谁政治利益大。”

企业在考虑自己的协同收益的同时，也会计算

获得这些收益所需要付出的相应成本，不仅包

括显现的外在化成本，还包括可能带来的风险

和隐形成本。例如，可能导致核心数据的泄露、

花费过多的时间以及丧失自身的竞争优势等，

这些问题都会降低企业进行数据协同的意愿。

领导的支持与介入被许多受访者视作促进

政企数据协同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在实践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5.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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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层级都有领导支持数据协同工作，领

导能力一直被视为驱动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 [16]，

高层领导关注后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对于

企业来说，领导对数据协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了首席信息官（CIO）之外，其他领导的支

持对政企数据协同项目的推动和实施也具有决

定性作用。除了资金和人力，领导的支持还体

现在对外沟通上，领导层面的协调沟通效果会

远远好于基层员工之间的沟通协调。

4.2　协同过程

协同治理过程不能简单线性描述，协同过

程应该是循环进行的，需要实现信任、沟通、

结果等方面的良性循环。通过对协同过程的多

个方面进行编码归类，本文将政企数据协同过

程中广泛涉及的因素归纳为 4 个核心变量：建

立信任、沟通、反馈和组织机制。

信任在政企数据协同中扮演重要角色。组

织间的数据协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

组织之间的信任建立，主要包括基于演算、身

份和制度 3 种类型的信任 [24]，可信度可由模型

演算评估得出，可基于建立的长期个人关系，

或者由制度、规范和法律法规保障。数据协同

的实现需要建立信任机制进行保障，要建立一

种能够保证各方利益的相互信任的机制 [25]，既

需要强制性的规范性约束，更离不开合作各方

的伦理共识。

沟通是建立信任、相互尊重、共同理解和

承诺的核心。政企数据协同过程中的沟通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跨文化沟通，是处于两种不同

组织和业务背景下的政府和企业间进行的管理

性质的信息沟通。Ansell 等 [15] 提出，直接对话

所允许的“密集沟通”对于利益相关者发现互

利的机会是必要的。建立政企数据协同主要在

于整合不同利益问题，通过沟通和协商对话，

使各方在相互妥协和博弈的过程中达成共识，

从而形成良好的利益共同体。

早期合作的反馈对政企数据协同会产生积

极或消极的影响。由于政企数据协同过程是循

环的，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也拥有非线性特征。

案例研究表明，如果协作能带来“小胜利”之

类的反馈结果，那么合作就更有可能发生 [26]。

过程成果反馈到政企数据协同过程中，能有助

于建立成功协作的趋势，成为鼓励建立信任和

承诺的良性循环。受访者曾说“他们看到了进

行数据协同的实际作用，也就对我们的工作更

加配合了。”协同过程中还应包括对协同问题

和难点、工作进度等方面的反馈，进而及时调

整协同过程，从而实现协同过程的良性循环。

组织机制指的是政企数据协同的基本协议

和基本规则，保障数据协同的程序合法性。政

企数据协同的治理结构需要考虑项目各参与者

之间知识和信息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权责机制。

王芳等 [27] 调研发现，权责不清、问责机制不完

善等问题影响着政府数据共享过程。不同的治

理主体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和层次中既有分

工又有合作，并且各自的权责边界可能随着掌

握资源与施行手段的不同不断发生变动，需要

避免出现权力冲突或者治理真空 [28]。

4.3　协同环境

政策支持环境是指和政企数据协同实践相

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其中法

规政策对政企数据协同的目标、路径和边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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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是实践过程中程序正义的重要保障；

标准是政企数据协同所参考的行动指南，是对

实践过程中合规性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政

府支持是自愿性企业数据向政府共享的核心条

件 [11]。有关发挥数据的经济价值、推动信息公

开和提供更优质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要求，也

是推动政企数据协同的重要驱动力。

法规限制表现在推进政企数据协同面临缺

少政策依据、缺少可操作的技术标准与合法性

保证等问题。授权和立法作为制度合法性的支

撑具有双重效果。尤其是政企数据协同过程中，

公共部门组织可能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个，

对其他组织没有等级或立法控制 [29]。此外，相

当一部分部门和企业的数据涉及国家安全、个

人隐私与商业秘密。由于缺乏对不同数据进行

分级数据共享和协作的明确法规标准，部分数

据得不到充分利用，数据价值尚未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因素是指为实现数据协同所采取

的信息技术措施，以及对某些具体信息技术的

应用。政企数据协同可以被视为涉及信息系统

建设、组织结构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的 IT 项目。

Susha 等 [29] 研究表明，在政企数据协同中，由

于异构的数据集和系统以及不同级别的准备工

作，协作可能会更加复杂。但随着技术发展，

数据协同的效率显著提高。开发标准、平台和

应用程序互操作性、元数据以及算法的使用都

在解决这一问题，而对安全的担忧成为影响政

企数据协同的重要技术因素。

5　总结与讨论

政企数据协同是 21 世纪跨边界数据开发利

用和公私伙伴关系中的重要实践，通过政企数据

交换共享利用能实现数据价值和公共利益，解决

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系统研究梳理政企数据协

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模型，创新研究视角，结合

数据共享和协同治理两方面的理论视角，从更为

细致的角度揭示不同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扩展相

关研究边界范畴和内容，试图构建对政企数据协

同影响因素的整体认知。未来还需要更多定量和

实践研究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个模型。有关政

企数据协同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数据

协同的主体间关系、参与动机、协同效益、协同

风险、供需匹配机制、激励机制、协同模式、协

同机制和相关技术等，从而为判断政企数据协同

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吸取政企数据协同成功经验提

供理论支撑和指导。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手段和措

施来解决现有政企数据协同的影响因素问题，有

助于提炼和推广政企数据协同优秀实践的经验，

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政企数据协

同的发展和实践，进而构建现代化的多元主体社

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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